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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悖论及其最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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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横断研究认为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 长时时间序列(通常指 10 年及以上)研究认为二者无关, 这种矛

盾的结论即构成了幸福悖论。传统上解释幸福悖论主要从理论着手, 如定点理论、适应理论、相对效用理论

等。近年来, 学者们开始从“忽略变量”的角度解释, 文章分别介绍了收入不平等、受教育水平、社会资本、个

人主义–集体主义、婚姻状态五种忽略变量。忽略变量对幸福感的消极效应抵消了收入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 

导致了幸福悖论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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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什么是幸福悖论 

幸福经济学之父、著名南加州大学教授、经

济学家 Easterlin (1974)对美国、日本、菲律宾等

14 个国家的收入和幸福感关系进行了横断比较研

究, 并对美国的收入和幸福感关系进行了时间序

列研究, 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幸

福经济学。当前幸福经济学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

是：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问题、

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问题(Clark, Frijters, & Shields, 

2008)。对收入和幸福感关系的持续关注和研究, 

形成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令人困惑的社会科学结论

之一(Oishi & Kesebir, 2015)——幸福悖论(happiness- 

income paradox)。幸福悖论指的是, 从横断研究来

看, 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 即富裕的国家(的居民)

普遍比贫穷的国家 (的居民 )更幸福 (Easterlin & 

Angelescu, 2007; Frey & Stutzer, 2002; Veenhoven, 1989), 

富人普遍比穷人更幸福(Easterlin, 1974; Frey & 

Stutzer, 2002; Stevenson & Wolfers, 2008); 从时间

序列(通常指 10 年及以上)来看, 二者无关, 即一

个国家(或社会)收入增长的同时, 居民幸福感并

不会随之增长(Easterlin, McVey, Switek, Sawang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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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eig, 2010)。这种横断研究和时间序列研究结

论上的不一致又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或幸福—收

入之谜。 

1.2  幸福悖论的演变 

Easterlin (1974)提出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模

式之后, 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不同成

果相继问世, 推动了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幸福

悖论的横断研究结论和时间序列研究结论也在此

基础上日趋成熟(见表 1)。 

1.3  争议 

幸福悖论自提出至今, 争议不断。目前, 对于

横断结论, 即富裕的国家(的居民)普遍比贫穷的

国家(的居民)幸福 , 富人普遍比穷人幸福 , 学者

们均予以一致认同。但是对于时间序列结论, 即

长期来看(通常指 10 年及以上)收入和幸福感无关, 

以及收入对幸福感的效应是否存在饱和点仍然存

在严重分歧。 

1.3.1  时间序列研究结论 

一些学者认为, 收入和幸福感无关, 国民幸

福感不会随着人均 GDP 的增长而上升。例如, 尽

管 1958~1987 年日本人均 GDP 增长了 5 倍, 但日

本人的幸福感并没有上升(Easterlin, 1995); 美国

在上世纪最后 25 年收入在增长, 但幸福感是下降

的, 英国在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幸福感则大约持平

(Blanchflower & Oswald, 2004)。中国在 20 年间人

均 GDP 增长了 4 倍, 但中国人的幸福感没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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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幸福悖论演变的几个主要节点 

作者 年份 研究性质 研究样本 主要论点 

Easterlin 1974 提出论点 

横断研究样本：巴西、印度、

波兰等; 时间序列研究样本：

美国 

从横断比较来看, 富人比穷人幸福, 富裕国家的

居民不一定比贫穷国家的居民幸福 ; 从时间序

列来看, 收入和幸福感无关。 

Veenhoven 1989 反驳论点 
丹麦、比利时、英国等欧盟

国家 

最穷的国家是最不幸福的 ; 二战结束后欧洲经

济和幸福感同步上升。 

Easterlin 1995 验证论点 
美国、丹麦等欧洲 9 国、日

本 

收入增长, 幸福感没有随之增长; 首次肯定了在

横断比较中发现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的结论。 

Hagerty & Veenhoven 2003 反驳论点 

新增西班牙、葡萄牙、韩国、

巴西、墨西哥、菲律宾等 9

个低收入国家 

收入增长, 幸福感随之增长 

Easterlin 2005 验证论点 

在 1995 年研究的基础上新增

韩国、巴西、墨西哥、菲律

宾等国家 

收入增长, 幸福感没有随之增长 

Easterlin & Angelescu 2007 修正论点 全球 100 多个国家 

确认了横断比较中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的结论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是对此前“富裕国家的居民不

一定比贫穷国家的居民幸福”观点的修正。 

Stevenson & Wolfers 2008 反驳论点 
美国、日本等国家, 覆盖范围

非常广 

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 收入增长, 幸福感随之增

长。 

Easterlin & Angelescu 2009 验证论点 
17 个发达国家, 9 个发展中国

家, 11 个转型国家 
收入增长, 幸福感没有随之增长 

Easterlin et al. 2010 
补充、修

正论点 

17 个发达国家, 11 个转型国

家, 9 个发展中国家, 17 个拉

美国家 

短期来看(10 年以内), 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 收

入增长幸福感随之增长, 收入下降幸福感随之下

降; 长期来看(10 年及以上), 收入和幸福感无关。

Easterlin 2016 验证论点 
美国等 21 个发达国家, 14 个

发展中国家, 8 个转型国家 
支持 Easterlin 等(2010)的研究结论 

 

(Easterlin, 2015)。法国在 12 年内人均 GDP 增长

超过 1 倍 , 但法国人的幸福感没有变化 (Ma & 

Zhang, 2014), 该研究还指出大部分西欧国家都如

同法国, 有一些国家经济增长和幸福感甚至表现

出负相关, 比如比利时。另外, 对加拿大、澳大利

亚等发达国家, 智利、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俄罗

斯等东欧转型国家, 阿根廷、巴拉圭等拉丁美洲

国家的分析均表明, 长期来看(通常指 10 年及以

上), 收入增长的同时幸福感没有上升(Easterlin et al., 

2010)。Easterlin (2016)对美国的研究将时序研究

的时间跨度增加到近 70 年(1946~2014), 发现尽

管美国人均 GDP 增长了两倍, 但美国人幸福感几

乎持平甚至稍有下降。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 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 , 

人均 GDP 增长的同时幸福感随之上升。最早对收

入和幸福感时序关系无关表示质疑的是世界幸福

感数据库创始人 Veenhoven, 他对英国、法国、荷

兰等欧洲国家进行了研究并指出, 二战结束后欧

洲经济和幸福感同步上升(Veenhoven, 1989)。这之

后, Veenhoven 又通过增加时间序列长度、增加样

本量、合并不同收入等级的国家进一步验证了自

己的结论 (Hagerty & Veenhoven, 2003)。随后 , 

Stevenson 和 Wolfers (2008)在超大样本容量的基

础上研究得出“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的结论。

Hagerty 和 Veenhoven (2003)以及 Stevenson 和

Wolfers (2008)的研究分别遭到了 Easterlin 的批评, 

他认为数据的混用及时间序列跨度短 (Easterlin, 

2005)、统计问题及混淆收入和幸福感的长短期关

系(Easterlin et al., 2010)是得出正相关结论的原

因。对于混淆长短期效应, Stevenson 和 Wolfers 

(2008) 的研究不是孤例： Sacks, Stevenson 和

Wolfers (2012)研究认为, 所研究样本国家的生活

满意度在最近几十年都有增加 ; Diener, Tay 和

Oishi (2013)研究认为, 整个研究期间内收入增长

幸福感随之增长。Easterlin (2015)指出, Sacks 等人

只研究了经济的恢复期, 没有包括衰退期,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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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观察到了短期效应, 而 Diener 等人的研究时

间跨度为 2005~2011 年, 仅仅 6 年, 实际上也是一

个短期关系的结论。 

除了使用实证研究对时序结论提出质疑, 反

对学者还从逻辑关系上进行了辩论。“如果收入和

幸福感的横断关系为正, 那么时间序列认为无关

就是错误的——高收入国家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 

伴随着人均 GDP 的上升, 必定是经历过幸福感的

上升的” (Arrow & Dasgupta, 2009; Bok, 2010)。这

样的观点, 似乎阐述了收入和幸福感之间存在一

种明确的因果关系 , 即收入增加使幸福感上升 , 

这忽视了其他变量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Easterlin, 

2015)。Easterlin 认为, 横断关系和时间序列关系

的矛盾之处正是所谓悖论的实质, 用横断结论来

否定时间序列结论无疑是没有领会悖论的本意

(Easterlin & Angelescu, 2009; Easterlin, 2015)。 

1.3.2  收入对幸福感的效应是否存在饱和点 

一些学者认为, 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是曲线

型的, 当收入增长到一定量时, 继续增长的收入

对幸福感的效应会变得很小, 即存在饱和点(见图

1)。此观点认为,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带来更高

的幸福感 , 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Diener, Diener, 

& Diener, 1995; Hagerty & Veenhoven, 2003); 而

发达国家在满足基本需要之后, 幸福感水平就处

于曲线的拐点右侧了(平滑处) (Clark et al., 2008), 

高收入伴随着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Ma & Zhang, 

2014)。有学者对饱和点的位置进行了研究：Layard 

(2005)认为饱和点的位置在 20000 美元; di Tella 和

MacCulloch (2008)认为, 当人们的收入在 8000~ 

25000 美元之间时, 他们就会完全适应进一步的

收入增长 , 李静和郭永玉 (2010)则认为 , 这个饱

和点与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的消费水平有关, 并

指出中等收入是幸福的基础或必要条件。 
 

 
 

图 1   收入和幸福感的曲线型关系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是

直线型的, 即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 收入增长对

贫富不同的国家带来的效应是一样的, 不存在饱

和点(见图 2)。Deaton (2008)对 132 个国家进行分

析后认为, 生活满意度和人均 GDP 有很强的相关, 

这种效应在各国均存在, 在发达国家这种效应甚

至稍微更强一些, 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横断研

究; Diener 等(2013)将人均收入 10000 美元作为贫

富标准, 分别考察了两组国家收入和幸福感关系

的强弱, 结果发现收入增长对贫富两组国家的幸

福感具有同样的效应, 二者之间是直线型并非曲

线型关系, 富裕的国家斜率甚至大于贫穷的国家, 

这跟 Deaton 的研究结果一致。支持收入对幸福感

的效应不存在饱和点的研究还有 Sacks 等 (2012)、

Stevenson 和 Wolfers (2008, 2013)以及 Lien, Hu 和

Liu (2017)的研究。 
 

 
 

图 2   收入和幸福感的直线型关系 
 

对于是否存在饱和点, 迄今还没有得出一致

结论。Easterlin 在这个问题上, 对横断研究和时间

序列研究看法不同。Easterlin 否认收入和幸福感

的时间序列关系为正, 他只认可横断研究中存在

饱和点效应, 对于时间序列的“当一国人均 GDP

低的时候, 收入增长带来幸福感的大幅上升, 当

人均 GDP 增长到一定阶段后, 收入对幸福感的效

应就变得很小或几乎没有”的观点, Easterlin 予以

否认并认为中国收入增长但幸福感不增长的现象

很好的反驳了这种观点(Easterlin, Morgan, Switek, 

& Wang, 2012), 并指出不能将横断的曲线结论推

广到时间序列中去(Easterlin, 2005; Easterlin et al., 

2010)。 

2  解释幸福悖论 

相对于早期的对和错之争, 近年来学者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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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悖论的研究角度已有所不同。田国强和杨立

岩(2006)认为 , 仅从双变量相关分析来看 , 幸福

悖论的支持方和反对方都是对的。从研究方式来

看, 研究方法、数据选择、幸福感问题设计的方

式导致争论双方时间序列关系不一致 (Graham, 

Chattopadhyay, & Picon, 2010)。从统计分析的结

果来看, 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长期关系是稳健正

相关的, 但回归分析得到的相关程度非常小(Beja, 

2014, 2015)。当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生活的

方方面面都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 仅仅只依赖财

富 , 不足以在所有情境下都获得幸福 (Borrero, 

Escobar, Cortés, & Maya, 2013)。因此, 从“忽略变

量” (omitted variables)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来看, 不

同国家收入不平等、受教育水平、社会资本、个

人主义–集体主义等的不同水平以及离婚率的高

低会带来不同的时间序列结果。早期对幸福悖论

的解释主要从定点理论、适应理论、相对效用理

论等理论着手, 当前研究者们对那些曾经被忽略

的变量的研究, 构成了对幸福悖论的最新解释。 

2.1  解释理论 

相对效用理论认为人们的幸福感取决于相对

收入, 幸福取决于与他人的收入或者自己过去的

收入相比较的结果(Hagerty & Veenhoven, 2003)。

增加所有人的收入并没有改变人们的相对位置 , 

因此不会增加人们的幸福感, 指出了社会比较的

消极效应。定点理论认为人们的幸福度由基因或

是遗传决定, 很少受到社会经济地位及其他因素

的影响(Lykken & Tellegen, 1996), 这种解释意味

着某些种族或个体天生就具有更高水平的幸福

度。适应理论认为, 短期内收入增长会使幸福感

上升, 但是对比和习惯使人们产生了适应, 随后

幸福感逐渐回落(Brickman, Coates, & Janoff-Bulman, 

1978), 因此额外的收入只能暂时提高人的幸福

感。欲望理论认为, 收入增长的同时人的物质欲

望也在增长, 增长的欲望削弱了收入增长对幸福

感的效应(Easterlin, 2001)。适应理论和欲望理论

表明人们为了追求幸福, 必须不断地追求更高的

收入, 但终究将处于“快乐水车”上, 无法提高幸

福感。位置跑步机(positional treadmill)效应认为社

会作为一个整体, 收入增长过程中的竞争是一种

零和游戏, 仅仅导致个人相对位置的调整, 成功

者得到的被失败者失去的抵消, 总的幸福感并不

会增加(Binswanger, 2006; Grolleau, Galochkin, & 

Sutan, 2012)。 

幸福悖论的传统解释旨在指向人的被动并暗

示了幸福悖论无法破解, 所有意在提升幸福感的

努力都是徒劳的, 终将失败, 追求幸福只是一种

理想。然而, 当前对忽略变量的研究, 从收入之外

其他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寻找原因, 破解了幸福悖

论的魔咒, 使得人们对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有了

新的认识。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 从忽略变量的角

度解释幸福悖论, 并不意味着对传统解释理论的

否定。例如, 研究表明, 社会比较造成的不满会使

幸福感显著降低, 适应也确实会使上升的幸福感

在经历时间的洗礼后下降(Melzer & Muffels, 2017)。 

2.2  忽略变量 

收入不是幸福感的唯一决定因素, 它只能预

测幸福感变异的一小部分(di Tella & MacCulloch, 

2008), 研究表明, 除了收入, 幸福感还跟国家的社

会、文化特征有关(Diener et al., 1995), 一旦个体

脱离了贫困线, 幸福感的主要来源就不是收入而

是朋友和美满的家庭生活(Lane, 2000)。在幸福感

的影响因素中, 如果非收入因素与收入因素反方

向变化, 那么当收入增加时, 非收入因素的下降

带来的消极效应就会抵消收入增长带来的积极效

应, 使得效用水平保持不变甚至下降(Diener et al., 

2013)。幸福悖论早期的研究是基于简单的双变量

相关研究, 第三变量如收入不平等、受教育水平

等因素则很少考虑。这就导致当时间序列结论出

现不同时, 无法对其进行解释, 进而产生收入和

幸福感正相关或无关之争。幸福经济学发展至今, 

学者们对幸福感决定因素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

对收入的研究上, 对其他变量的研究可以对幸福

悖论做出部分解释。 

2.2.1  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作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 , 

一直是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策制

定者研究的热点。一些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和幸

福感无关(Michoń, 2013; Zagorski, Evans, Kelley, 

& Piotrowska, 2014), 另一些研究发现二者负相关, 

即收入不平等的水平越高, 个体倾向于报告越低

的幸福感(Oishi, Kesebir, & Diener, 2011; Okulicz- 

Kozaryn & Mazelis, 2017), 这种不一致被认为与

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即基尼系数的大小有关(Wang, 

Pan, & Luo, 2015)。Bartolini, Bilancini和Pugno (2013)

指出, 如果考虑到美国人近几十年收入分配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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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收入不平等上升), 幸福悖论就变得没有那么

矛盾。此后, Oishi 和 Kesebir (2015)将收入不平等作

为收入和幸福感关系的调节变量, 研究指出, 当

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上升频繁地一致出现时 , 

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就会被收入不平等的消极效

应抵消, 表现为经济增长, 幸福感不增长。经济增

长而幸福感不增长的现象在收入不平等较大的国

家更容易出现。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这些

经济增速令世界瞩目的国家, 均存在收入不平等

较大的困扰, 也的确没有逃脱幸福悖论的魔咒。收

入不平等导致幸福贬值, 这和早期的相对效用理

论有共同之处, 体现了社会比较对幸福感的影响。 

2.2.2  受教育水平 

一些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和幸福感正相关

(Yakovlev & Leguizamon, 2012), 教育使人获得更

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作回报(Albert & Davia, 

2005)。另一些研究发现二者负相关或无关(Clark 

& Oswald, 1996; Layard, 2006)。教育对幸福感的

副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有更高的、更难实现的职业期望, 这种工作上的

压力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 随着受教育水平上升, 

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这种收入上的不平等对幸福

感产生了消极效应(Clark & Oswald, 1996)。研究

发现, 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在成年早期会体验到与

预期更多的不匹配(Ferrante, 2017)。Graham, Zhou

和 Zhang (2017)研究指出, 在中国城市, 受过教育

的人更有可能报告抑郁, 而在中国农村, 没有受

过教育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 也不太可能报

告不佳的精神状况。Castriota (2006)从另一个角度

发现, 受教育水平越高, 绝对收入水平和幸福感

的相关就越低。较高的收入使每个人都更幸福 , 

但是其他事情都同等的情况下, 增加的收入的边

际效用对低受教育水平的人更高。也就是说, 对

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来说, 收入增长对幸福感的

积极效应更低。二战后全球经济复苏, 教育也获

得了相应发展, 发达国家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普遍

较高, 发展中国家教育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 这

可以部分地为幸福悖论做出解释。 

2.2.3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社会资本是幸福感的重要决定因素(Bartolini, 

Bilancini, & Pugno, 2007), 社会资本下降是幸福

感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Bartolini, Bilancini, & 

Sarracino, 2013)。研究发现, 短期来看, 收入是预

测幸福感的有力因素, 但长期来看, 社会资本才

是幸福感趋势的唯一预测因素(Bartolini & Sarracino, 

2014), 这与幸福悖论关于“短期来看 , 收入和幸

福感正相关, 而长期来看, 二者无关”的论点不谋

而合。Pugno (2009)指出：经济增长对幸福感产生

了积极效应, 但经济增长同时导致了社会竞争、

人际关系的减弱。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如美国、

英国与其他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相比能够享受更

多的幸福感, 但却不能进一步大幅提升幸福感的

原因。他同时指出, 社会资本下降是当今世界普

遍存在的幸福悖论现象的一个解释因素。Bartolini

等(2007)对美国的研究指出 , 如果美国的社会资

本保持在 1975 年的水平, 那么美国人的幸福感就

会上升而不是实际表现出来的下降。 

2.2.4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作为影响幸福感的一种文化因素(Triandis, 1989; 

Joshanloo & Jarden, 2016)具有如下特点：在个人

主义社会中, 人们把个体看作基本单元, 为个人

目标和愿望奋斗, 这使个体有更大的自由追求个

人目标并在更大程度上追求幸福; 在集体主义社

会中, 人们把群体看得更重要并致力于实现群体

目标, 这使个体获得更大的社会支持并借以提高

幸福感(Diener et al., 1995)。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不

仅直接影响幸福感, 还能间接影响幸福感, 一个

民族的智慧水平是它的国民生活满意度的一个强

健的积极预测因素, 在越个人主义的文化里, 这

种关系越显著(Stolarski, Jasielska, & Zajenkowski, 

2015); 高程度的集体主义会降低平均收入对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Opfinger, 2016)。研究表明, 在集体

主义国家里, 周围的关系模式导致集体主义对幸

福感才是有益的(Spasovski, 2013), 东亚(如中国、

韩国、日本)文化变得越来越个人主义抑制了人们

的幸福感(Ogihara & Uchida, 2014)。Opfinger (2016)

研究指出, 收入和幸福感在东欧、中东、北非以

及拉丁美洲呈强正相关, 在西欧和亚洲二者关系

不显著, 在北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二者呈负

相关, 集体主义程度或许可以为这种地区差异做

出部分解释。 

2.2.5  婚姻状态 

研究表明, 婚姻使人有更好的机会从持久的

亲密关系中获益, 忍受更少孤独、避免压力(Stutzer 

& Frey, 2006), 离婚作为一种负性生活事件, 会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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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幸福感(Rukumnuaykit, 2016)。di Tella 和 MacCulloch 

(2008)研究指出, 法国在上个世纪最后 25 年离婚

率的上升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成本相当于 10 个点

的人均 GDP。Angeles (2011)认为, 经济增长的同

时幸福感停滞不前并不构成悖论, 因为计量经济

学分析表明 , 收入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没有变 , 

它只是被其他社会经济变量的变化抵消了, 尤其

是离婚的盛行。这个研究与其看成是对幸福悖论

的反驳, 不如说是对它的解释。中国(Xu, Qiu, & 

Li, 2016)、美国(Kennedy & Ruggles, 2014)、印度

(Dommaraju, 2016)、中东和北非的大部分国家

(Fereidouni, 2016)离婚率都在上升, 自上世纪 70

年代早期, 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经历了离婚的上升

(Toulemon, 2016)。家庭作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 

家庭的稳定和完整带给人安定感和归属感。家庭

生活是个体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之一(Easterlin, 2006), 

离婚意味着可以从配偶那里得到的爱、承诺、支

持的丧失。普遍攀升的离婚趋势, 是不可忽视的

幸福悖论解释原因。 

研究者们将收入不平等、受教育水平、社会

资本、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婚姻状态作为收入和

幸福感关系的第三变量进行研究, 并据此为幸福

悖论做出了解释。这些研究基本上肯定了收入对

幸福感的积极效应, 也就是说, 收入增长是可以

促进幸福感上升的, 只不过收入对幸福感的积极

效应被其他因素的消极效应抵消了, 最终呈现出

收入增长幸福感却停滞不前的表象。上述研究结

果对于破解幸福悖论具有深刻意义, 但需注意的

是, 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一样, 不同国家的幸

福悖论应有不同的解决之道。Mikucka, Sarracino

和 Dubrow (2017)对包括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和

发达国家在内的 46 个国家的研究发现, 增加社会

信任可以使收入增长和幸福感上升和谐共存, 但

是在发达国家,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增加社会信

任的同时降低收入不平等。因此, 破解幸福悖论

应考虑国家差异。另外, 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幸福

感的影响因素也不同(Bhuiyan & Szulga, 2017), 

同一个国家的幸福悖论成因不是一成不变的, 用

动态的眼光看问题很重要。 

3  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以时间为线索 , 探讨了幸福悖论的提

出、发展历程及成因。幸福悖论自 1974 年提出以

来, 便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 成为热门话题。该领

域的研究可以为世界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导

向, 具有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未来研究应关

注以下几个方面： 

3.1  引入更多“忽略变量” 

上述“忽略变量”是否能够对幸福悖论做出科

学解释, 需进一步验证。其他对幸福感具有消极

效应的因素如失业(Lawless & Lucas, 2011)、通货

膨胀(di Tella, MacCulloch, & Oswald, 2001)、上班

通勤时间(Nie & Sousa-Poza, 2016)、物质主义(李

静, 郭永玉, 2008)等是否能够对幸福悖论做出解

释, 它们在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中扮演了何种角

色, 也值得进一步研究。至于工作时长这样与经

济增长正相关, 与幸福感负相关的变量(di Tella & 

MacCulloch, 2008), 更值得关注。 

3.2  增加时间序列长度 

幸福悖论的长时时间序列通常指 10 年及以

上, 目前最长的时间序列研究是一项对美国的接

近 70 年(1946~2014)的研究(Easterlin, 2016)。幸福

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变量(Dyrdal, Røysamb, Nes, 

& Vittersø, 2011), 10 年或者 70 年足以监测到幸福

感的变化吗？正如 Easterlin (2015)所说, 为了确

定长期趋势, 应该致力于分析可以获得的尽可能

长的时段, 越长越好。未来可以选取更长的时段

对幸福悖论进行验证。 

3.3  建立统一的幸福感测评工具 

首先, 由于调查背景的变化, 幸福感问题的

顺序 , 应答倾向 , 量表级数等原因 , 幸福感得分

可能会有偏差, 调查得到的幸福感变化是幸福感

本身的变化还是随机误差不得而知。其次, 不同

调查(如 GSS、WVS、GWPS)收集到的幸福感数

据, 存在一个可比性的问题, 比如非综合社会调

查的幸福感数据比综合社会调查的幸福感数据得

分低, 综合使用这两种数据, 会使幸福感呈现上

升的趋势(Easterlin, 2005)。再次, 研究者们将生活

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幸福感(Well-being)、幸福(Happiness)

等同使用(Easterlin, 2005; Easterlin et al., 2010), 

而 Diener, Kahneman, Tov 和 Arora (2010)认为, 幸

福感包括对生活的综合判断和即刻的情感体验 , 

收入和对生活的综合判断(生活满意度)正相关 , 

但和即刻的情感体验无关 ; 对泰国的研究发现 , 

收入对生活满意度没有影响但对幸福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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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kumnuaykit, 2016)。这表明, 将生活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幸福感、幸福的概念等同使用所得

的研究结论是否可靠, 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 著名美国心理学家、盖勒普

机构高级科学家、从事幸福感研究 30 余年的学者

Diener, E.D.呼吁各国创建与经济账户及其他社会

指标并行的国民主观幸福感账户。Diener 的呼吁

得到很多国家的积极响应, 日本自 2010 年开始定

期收集个人幸福感数据, 英国自 2010 年开始评估

主观幸福感并将其作为制定政策时考虑的依据。

亚洲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不丹已经使用国民幸福总

值 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而不是国内生

产总值 GDP 去度量其国家的发展水平(田国强, 

杨立岩, 2006)。建立国民主观幸福感账户, 可以保

障未来幸福感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使研究数

据更加可靠, 这对幸福感的研究将会是一个里程

碑式的突破。 

3.4  优化收入指标的测度 

Fischer (2008)研究发现 , 当使用家庭收入

(household income)、男性收入(male income)和平

均工资(average wages)三个指标的时候 , 幸福悖

论就消失了。Diener 对人均 GDP 和家庭平均收入

(mean household income)进行了对比研究 , 发现

人均 GDP 的变化对幸福感的效应比家庭平均收

入小(Diener et al., 2013)。这说明人均 GDP 至少跟

家庭平均收入相比并不是预测幸福感的一个理想

指标。既然如此, 为什么人们仍然使用人均 GDP

作为收入的测量指标？因为人均 GDP 在计算上

简单方便, 且全世界都在使用这个指标, 使用的

广泛性使之有利于研究, 因此尽管存在缺点, 仍

然被广泛使用(McGillivray & Clarke, 2006)。未来

可以发展一种新的收入测量指标, 使之能够更准

确地预测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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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income paradox and the latest explanation 

YAN Xiaohua1; LIU Zhenliang2; WANG Xiangkun1; MU Shoukuan1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cross-sectional studies show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happiness whereas 

the long-term series studies—usually a period of 10 years or more—show there is a ni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hich is the so-called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Previous studies usually explain the happiness- 

income parado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such as Set-Point Theory, Adaptation Theory, or Relative 

Utility Theory. Recently, researchers have paid much concern to the omitted variables. Five types of omitted 

variables, including income inequality, education, social capital,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marital 

status, are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to interpret the phenomen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omitted variables 

on happiness offse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come, which leads to an occurrence of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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